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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口號「造反有理」 

成為日語四字熟語的過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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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摘  要 

「造反有理」是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革命口號，後來亦成為日本的

四字熟語。本文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降日本的主流新聞報章、專欄、

雜誌文章、學生組織及左翼團體刊物、流行小說等文獻為基礎，探討毛澤

東提出的革命口號「造反有理」、「造反」等用語在日本的在地化過程及使

用情況，解釋「造反有理」如何從一句激烈的革命口號，先被日本人視為

外來語接受，繼而逐漸成為一個常被用於與政治關係不大的語境裏使用的

四字熟語，融入日語系統。本文亦嘗試為「造反有理」一詞能夠被日本人

接受、紮根於日語系統內，提出思想史及語言學上的理由。原來的革命口

號，融入了日本語系統之中，這現象反映了日本人接受毛澤東思想的一個

側面，亦顯示了一種政治思想如何在日本留下其非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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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從《廣辭苑》「造反」、「造反有理」項說起 

一九六六年，以毛澤東(1893-1976)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文化大革

命，同時積極對外輸出革命，以「造反有理」精神為象徵，毛澤東思想在全

球傳播，於世界各地成為各種左翼運動的原動力之一，日本亦不例外。岩波

書店辭典《廣辭苑》釋「造反有理」為：「違抗體制或權力是有道理」。並說

明此為「毛澤東的用語」（「ぞうはん‐ゆうり」）。這釋義並沒有特別，但《廣

辭苑》釋「造反」時附上的說明語則相當耐人尋味。《廣辭苑》解釋「造反」

為「反對體制、權威」，亦即日文的「反逆」，並附上說明： 

在中國，是謀反之意。文化大革命以降，在日本亦成為一般化的

用語。（「ぞう-はん」） 

《廣辭苑》簡短的說明語，顯示了作為漢字詞語「造反（有理）」在日本經歷

了進入與適應、接受與轉化等過程，最終成為日本「一般化的用語」。 

翻譯是海外傳播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會遇上阻力。劉禾《跨

語際實踐》考察了一種語言（一般被稱為「本源語」，而劉氏稱為「客方語

言」）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目標語」，而劉氏稱為「主方語言」）時，

新的詞彙如何獲得合法性，脫穎而出成為一種被選用的新語（劉禾）。因此，

語言在翻譯時經過譯者考慮、讀者選擇，以及傳播媒介的過濾，甚至出現競

爭，而能夠經過這種翻譯過程的，必然是兩種不同語言，如劉氏的研究則在

如英語等西方語言與中國語的關係。雖然日語與漢語屬兩種不同系統，但劉

氏的理論無法解釋日本接受中國「造反（有理）」的情況。劉氏認為，新詞、

新話語進入另一種語言時，當中「翻譯」過程就成為政治、意識形態衝突與

角力的場所，兩種語言將要競爭，直到新詞在另一語言中固定下來（劉禾 

26）。但是，劉氏試圖指中主方語言的「抵抗」與主體性，雖然其結果有可能

是「屈服」與「妥協」，承受客方語言的權力牽制，但我們似乎還應考慮到另

一種更直接的翻譯處境，即主方語言毫無條件、毫不抵抗的「投降」──而本

文處理「造反有理」進入日本的情況，正是這一處境。日本歷史上有「下剋

上」一詞，其歷史傳統成就其意涵（黑田基樹），意指在下者（意圖）取代或

推翻在上者，意義與「造反有理」相近。但「下剋上」完全沒有與「造反有

理」競爭，兩者亦沒有進行對話，於其說是「造反有理」的勢頭太強，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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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歸因於漢字同樣是日語的一部分，漢語「造反有理」被「翻譯」成日語時，

還是「造反有理」，它很快可以適應日語系統，毋須與其他詞彙「競爭」。Julia 

Lovell (206)於《毛澤東主義》便舉「紙老虎」為例，指出因東非沒有老虎，

所以在翻譯此語時要譯為「紙豹」(paper leopards)。但日文毋須面對這語言

隔閡問題。日本有四字熟語的傳統，相當於中文四字成語（牛雨薇 3），「造

反有理」四字本身都是日語中的常用漢字，所以「造反有理」有語言上傳播

到日本的先天優勢，使它不論在漢字字形抑或意義上可以原封不動地傳入日

本。可以說，日本人有接受「造反有理」的語言條件。 

學界目前關於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大部分都集中在政治紛爭、知

識界之辯論、社會運動等（馬場公彦；小熊英二 2009, 2009a）。學者一般並

不把「造反有理」作語言分析，也不視之為獨立課題並加以討論，而視為一

種精神或象徵，其討論離不開其與政治運動本身的關係。福岡愛子《日本人

的文革認識》討論了日本學生、學者、傳媒等人如何了解文革，當中提及「造

反有理」時，通常視之為一種概念，而討論亦集中在「運動」或「六十年代

的學生運動」中（福岡愛子 2014）。儘管漢學家興膳宏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亦

留意到儘管文革遠去約四十年，「造反」一詞在日本保留下來（興膳宏 36），

但興膳不過是在新聞提出其觀察，並沒有加以探究箇中緣由。程映虹《毛主

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探討了毛澤東思想在世界各地如古巴、秘

魯、新加坡的影響力，而完全沒有提及日本，福岡愛子在書的日語譯版中認

為，日本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革命分子或大學生的運動「於組織上弱小，不

至於具有影響力，〔因此〕此書不提及日本的情況也有道理」（福岡愛子 2021: 

491）。但是，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其實不止在政治鬥爭、社會運動上，

亦可帶來其他社會影響。例如，當時日本有些企業家意圖從《毛澤東語錄》

學習企業管理方法，於商業上利用毛澤東思想（曹嗣衡）。而本文則認為，

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對日本的影響為，它在日本語增添了「造反」與「造反

有理」兩詞。從兩詞能在文革後仍存活在日語中並間中被加以使用的情況來

看，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並不淺，只是它也帶來的影響不一定在政治上，

也可以在語言上。事實上，「造反（有理）」在日本的使用情況與中國的不無

分別，而一種外來思想、文化從某地傳播到外地後其涵義產生變化，受接受

一方有意無意的選擇、取捨及改造可謂相當自然，只不過「造反（有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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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外觀」原封不動，隱藏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造反有理」對日本人

來說是個新詞，日本人對其義相當陌生。可是，在它被「翻譯」時，它在字

形、排序上又沒有被「翻譯」，這方便了「造反有理」一詞進入日本。 

不過，《廣辭苑》是辭典，沒有責任解釋「造反」是如何變成日本語，但

它留下許多很多值得深究的問題：一、為甚麼屬於「毛澤東的語言」的「造

反（有理）」，會變成日本的用語？二、它如何、何時出現在日本人的視野內，

日本人如何接受、理解、使用它？三、它怎樣在「文化大革命以降」，亦即文

革與日本的新左翼運動完全衰落以後，成為一般的日語詞彙？為了解答以上

問題，本研究嘗試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降，日本的新聞報章、專欄、

雜誌文章、學生組織與左翼團體刊物、流行小說等文獻為基礎，考察「造反

有理」一詞的使用情況及演變，以還原《廣辭苑》將「造反（有理）」視為一

般用語背後的過程與脈絡。 

本文為首個探討「造反（有理）」如何融入日本語的研究，以跨歷史學、

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本文將首先指出，「造反有

理」隨文革進入日本，因其作為外來詞，語義陌生，產生出不同解釋，但仍

基本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整體理解；接著，它從專指政治運動上激烈的「造

反（有理）」，逐漸弱化為廣義的「反抗」義，被活用在不同語境，除了政治

事件外，也在一般時事、影評，甚至在圍棋雜誌、育兒專欄都有它的足跡；

在中日兩國的政治運動風波止息後，「造反（有理）」成為一種時代記憶，終

紮根在日語系統內。在本文的最後部分，亦嘗試從思想史及語言學的角度，

略探「造反有理」在日本被接受的原因。 

壹、作為政治運動的理解：革命用語「造反有理」進入日本 

「造反有理」是文革中一句極為流行的革命口號，出自毛澤東〈在延安

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裏面提及要學習史達林(1878-

1953)，他說道：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

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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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

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毛澤東 

para. 6） 

在文革，「造反有理」是個不折不扣的激烈口號。[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

十六日，「造反有理」首次以標題形式出現在《人民日報》，裏面記載一名紅

衛兵如何理解這句口號。不論在內容、精神，或者在語氣、情緒上，他都能

很好地定義「造反有理」： 

毛主席說「造反有理」，我們堅決照辦！一切不合毛澤東思想的

東西，只要它存在，我們就要造它的反！就要批判它、鬥爭它，

把它打翻在地，並且踏上一隻腳。可是一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卻不准我們造反，利用種種舊勢力，舊秩序，壓制、限制、陷害

我們。我們知道，幹革命，造反動派的反是階級鬥爭，敵人必然

反對我們。毛主席說過「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敵人

越反對，我們就越要造反。我們要喊造反，唱造反歌，演造反

戲，到處煽社會主義之風，點革命之火，讓全世界都燒起造反的

烈火，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它個稀巴爛！（〈造反有理〉2） 

這段描述獲得官方認證，說明「造反有理」是暴力地反對舊體制、舊秩序、

舊世界，以建立新的權威。「造反」與「批判」、「鬥爭」義近，用更通俗的語

言說明即「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在文革中，則是要推翻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以後的一切權威，後來甚至包括共產黨自己的權威，是一個具相當

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用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世界各地爆發左翼革命，隨著文化大革命，「造

反有理」作為激烈的革命口號，同樣傳到左翼思潮勃發的日本，成為日本的

四字熟語。「造反有理」在日本的意思與使用語境與中國的有相同之處：在

反權威、反體制這一點意義，以及同樣在階級鬥爭中作為一種思想、口號被

使用。文革爆發初期，「造反有理」已經進入日本的公眾視野，此時期日本

人對「造反有理」的理解有兩特點：一、由於其義還沒有被大眾完全理解，

產生的翻譯、解釋甚多；二、因其來自革命運動，日本一般先將「造反有理」

視為對政治運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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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反有理」在日本多元的翻譯與解釋 

當「造反有理」來到日本時，他還是一個陌生的「舶來品」，其意思尚未

完全被公眾與媒體理解，報章引用時常要加以解釋。日本國內的報章於一九

六七年始，就有以「造反有理」為題的新聞。《讀賣新聞》首次出現「造反有

理」一詞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記者高木健夫的專欄「這就是中國」（こ

れが中国だ）介紹毛澤東的少年時代。他解釋「造反有理」為「叛逆（謀反）

也有正當理由」（むほんにも正しい理由がある）（高木健夫 1）。高木曾於戰

前在中國辦《東亞新報》，精通中文，熟悉中國事務。他獲《讀賣新聞》派至

中國採訪，於一九六六年末回國，翌年一月一日展開這連載專欄，輔以第一

身經驗，報道文革中國的事情。可以說，高木不僅密集且迅速地將新近的中

國資訊帶回日本，當中包含了「造反有理」這四字詞。 

《讀賣新聞》第二次出現「造反有理」則是在社評上，介紹文化大革命

以及其中的政治鬥爭淵源時，註「造反有理」為「破壞是正確」（うちこわし

は正しい）（よみうり寸評 1967）。記者的解釋與代表報章立場的解釋並不

一致，後者的將「造反」解作「破壞」，顯然是有意無意地錯誤解讀，暗含對

文革的批評與冷眼旁觀。後來，其社論又以「造反有理」解釋並概括毛澤東

經歷了湖南農民運動、井崗山到延安時代的經歷、思想的根基，即有「抑壓

的地方就會引起造反」，並將「造反」解作「謀反」（〈毛沢東路線と劉少奇〉）。 

《朝日新聞》首次出現「造反有理」一詞則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比

《讀賣新聞》晚了剛好三個月。在介紹中國政局重要人物的專欄「天安門上

的人們」（天安門上の人々）上，以〈毛主席的理論秘書：造反有理陳伯達〉

為副題，介紹毛澤東秘書陳伯達，但並沒有解釋何謂「造反有理」（〈毛主席

の理論秘書〉）。第二次出現則是左翼學者菊地昌典的專欄「探索當地文化大

革命的底蘊」內，以副標題形式展示了〈造反有理〉四字。在專欄內，菊地

闡述了對中國「造反派」的崛起，認為「造反有理」已經成功植入造反者中

心，並提出自己對「造反有理」的看法：「我只在『造反有理』的永續性與它

強韌地反權力的指向中尋求它的意義」（菊地昌典 3）。《朝日新聞》最早期出

現「造反有理」兩個例子並沒解釋何謂「造反有理」，但卻在標題或副標題

上使用此四字詞，沒有加以直譯或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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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等大眾媒體有廣泛的讀者，報道國際時事一般簡易務實，偶有深入

報道。《讀賣新聞》對「造反有理」的解釋相當直接易明，即在詞語後面加上

括號，再加以直譯；《朝日新聞》不作解釋，只讓讀者憑內容理解。 

學者及學生組織對「造反有理」有富於哲學性的釋義，憑理論、哲學來

理解它，嘗試脫離字面意義，深入其內在理路。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早稻

田大學支部機關誌《紅河》將「造反有理」翻譯為「叛逆之內有邏各斯[Logos]」，

並可作「叛逆內有固定的邏各斯」解（新島淳良 et al. 62）。《紅河》的解釋富

於哲學性。邏各斯是希臘哲學用語，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解

釋它「有兩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部分：一、說話的結果，即演講、話語、理

論（相對於實踐）、句子、故事；二、挑選或計算的結果，即帳戶、公式、原

理、定義、比例、原因（既作為『一個原因』，亦作為『原因的力量』）」(“Logos”)。

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早稻田大學支部的高野威（後更名為津村喬）認為毛

澤東的造反精神起以五四運動為起點，而「五四與文革共通的，亦即貫穿毛

澤東思想的原理的，是一種『否定的否定』，是從造反到理，從叛逆到邏各

斯，從思想上的自我確認到現實的變革，從革命型知識分子到生活的大眾」

（新島淳良 et al. 62）。亦即將「造反有理」置於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潮流之

中，從「五四」到文革，亦是從少數領頭的知識分子到目前的大眾運動。親

中學者，被稱為「文革禮讚派」的新島淳良則視「造反有理」為一種無產階

級倫理、道德來作考慮（新島淳良 et al. 63-64）。比起《人民日報》中引紅衛

兵「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它個稀巴爛」的暴力實踐，日本的左翼運動家、

學者同時關注「造反有理」的內在思想邏輯與理路，使他們的釋義更具知性

與哲味。 

二、「造反有理」在政治運動脈絡下的理解 

「造反有理」起初進入日本時並未完全被日本人理解，其意思未立即成

自明之理，但它很快被與「造反」精神共鳴的左翼活動分子用作政治鬥爭口

號。接著，口號開始有了影像效果：印有「造反有理」口號的旗幟，或成為

牆壁上的塗鴉。「造反有理」常被鏡頭捕捉，成為鬥爭象徵，在當時相關的

照片與映像紀錄就能輕易看到相關標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日本全國

的大學捲入全共鬥運動（全共鬥）。在東京大學，學生組織「學生解放戰線」

將「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橫額掛在校門外，亦擺放毛澤東的肖像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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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は発言する：11 月決戦の戦術と戦略〉28）。東大本鄉校區內，也有「造

反」等塗鴉（渡辺眸 105, 154-155；立花隆 126-132）；京都大學校園內同樣

四處都是「造反有理」等標語（譚汝謙 para. 4）。當「造反有理」不斷被鏡

頭捕捉，《讀賣新聞》專欄「時事語言」再不厭其煩地解釋何謂「造反有理」，

提到它被大學鬥爭中的廣泛使用： 

造反在中國語是「むほん」〔按：漢字為「謀反」〕的意思。在文

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造反有理」（理由ある反抗）這語句，在東

大鬥爭中也被掛在東大的正門上，這語句亦被用在大學紛爭之

上。（時のことば） 

報道又提到在有高中教師、大學教授支持全共鬥，這些教師被形容為「造

反教師」，亦被稱為「造反教官」（時のことば）。於此，「造反」一詞配合了

日本有教師同樣「造反」的獨有風貌，衍生了「造反教師」、「造反教官」兩

詞，使「造反有理」與「造反」漸呈本地化的樣貌。例如東京大學醫學部講

師高橋晄正於東大鬥爭中即使醫學部復課時仍拒絕授課，被評為「『造反教

官』一號」（〈コンピューターがなんだ〉）。當時，「造反教官」問題最明顯的

是東京外國語大學，甚至連東外大在其官方歷史《東京外國語大學史》裏亦

承認，東外大「存在造反教官」是在當時眾多大學鬥爭裏的其中一個「大特

異性」（東京外国語大学史編纂委員会 294）。這將「造反教師」、「造反教官」

一詞寫入大學的正史裏，使「造反」一詞呈走入了日本的文化土壤的趨勢。

但應留意的是，即使產生了「造反教師」、「造反教官」等詞語，此處的「造

反」仍具政治色彩，教師們所「造反」的，不論是大學還是政府，仍然是指

向政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有理」代表著這時期政治運動的精神，但

「造反」一詞本身概念空泛，既沒有說明誰造反、造誰的反，而「造反」本

身可以是革命，也可以不是，其語義略嫌模糊。因此，在學生組織或親共團

體動員羣眾、真正進行鬥爭時，他們有相當實際的目標與口號，「造反有理」

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廣義的精神象徵或一切實際行動的概括，其「造反」的內

涵會隨時局推移而變化。亦即，「造反有理」四字反而很少出現在他們相對

嚴肅的論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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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學生同盟馬克思列寧主義派（一般稱為 ML 派）於眾多學生左

翼團體中被稱為「親中派」（船橋治 8），相對親近中國共產黨，對文革與毛

澤東思想有高度評價。ML 派的機關紙《赤光》多呼籲、動員學生鬥爭，約

每隔數期載有「口號」（スローガン）一欄顯示鬥爭方向。[2]一九六九年二月

二十五日，它提出七項口號，包括： 

東大鬥爭，日大鬥爭勝利，全國大學鬥爭勝利！ 

使全國大學鬥爭成為粉碎安保、解放沖繩階級戰的武裝據點！ 

繼東大鬥爭後粉碎京大入學試！ 

解放沖繩！打倒美軍政！撤去基地！撤去 B52！ 

開始包含罷工武裝鬥爭在內的工場爭議，構築勞動者的據點！ 

四•二八安保、沖繩勞學政治大罷工戰鬥！ 

透過四•二八罷工實行體制組織化，結成安保、沖繩共鬥！ 

（スローガン 1969） 

約一年後，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更多，提出了十四項口號，除保留了「解

放沖繩」、「粉碎安保」外，也新添了「粉碎入〔境〕管〔理〕體制」、「阻止

軍需生產、輸送」、「阻止強制收用三里塚」等口號（スローガン 1970）。同樣

地，「造反（有理）」不在其中。 

這些口號有兩大特徵：第一，複雜與長篇，對於應該盡量簡潔、用於呼

喊的激烈「口號」來說，它們不便於記憶與呼喊；其次，對應時局用不同口

號，相當實際。這裏無法列出《赤光》數年來所有口號，但自文革開始至一

九七零年末終刊期間，他們並未用過空泛的「造反」或「造反有理」。親中的

日本共產黨（左派）的機關誌《革命戰士》亦有相同情況。可以說，「造反

（有理）」是大眾話語，它概括了一切屬於「造反」的社會運動，包括罷工、

罷課、大學鬥爭等；學生組織等團體不抗拒「造反（有理）」一詞，否則他們

亦不會在頭盔、校園的牆壁寫上這詞，但對他們來，「造反（有理）」只是各

種政治運動的精神象徵或方便的總稱。 

從以上大眾傳媒、學者、學生組織對「造反有理」的理解與應用，可以

歸納出「造反有理」進入日本人視野時初期的情況：首先，儘管「造反有理」

在中文寫法與日語漢字寫法一樣，而且也是日本人熟悉四字結構，但其意思

仍未完全獲得大眾理解，故報章每每在引用時出現時皆以引號概括，有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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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括號附上日語解釋，或以例子表達其含意。在「造反有理」的解釋未成

自明之理的時候，《讀賣新聞》曾釋之為「破壞是正確」，明顯是乘虛而入，

曲解原意，作主觀評論。但大體來說，中文的「造反」相等於日語的「謀反」、

「叛逆」、「反抗」；而「有理」則是「有道理」、「有理由」、「有正確（正當）

理由」。報章為照顧所有讀者，翻譯與解釋都很直接，但投身政治的活動家，

會思考當中的精神而另外解釋而在學生運動內，除了直譯「造反有理」外，

也有相當具書卷氣的形而上詮釋，而不純粹視之為「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

它個稀巴爛」的行為。 

其次，「造反有理」與中國一樣，同樣成為民眾運動的精神，特別在以

年輕人為主體的大學運動。不論報章的顯淺解釋或曲解，也包括相對較重學

術性的解釋；也不論是用作觀照中國的文革，抑還是用作概括大學運動的精

神，「造反有理」依然與政治運動緊緊相扣，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理解。

這相當合理，因為「造反有理」本來就來源於中國激烈的政治鬥爭運動之中，

初到日本，被當成一種外來詞語並作介紹也好，被用作概括大眾運動也好，

它暫時仍未完全脫離與政治相關的語境。另一方面，由於「造反」意義頗為

含糊，它未能深入成為學生組織、親中政治團體的綱領。這一種概括性的理

解，反突顯「造反（有理）」具有大眾性質，而不是被少數組織獨享的概念。 

貳、作為一般「反抗」義的理解： 

「造反有理」意義的活用與擴充 

起初報章引用作為中國革命口號的「造反有理」時，往往以引號括著，

突顯其外來性，有時仍要以額外筆墨釋義。然而，這帶著濃厚革命意義的詞

語一方面被左翼分子用作政治抗爭，它亦同時開始在日本迅速散播，逐漸被

活用在與文革、校園鬥爭、左翼運動沒有關係的語境上，洗脫政治色彩。使

「造反（有理）」在日本出現在地化趨勢，成為一個可抽空政治語境，其語

意擴充並簡化為以下犯上、反抗意思的詞彙。 

早於一九六七年開始，「造反有理」在日本已經出現被活用在與政治鬥

爭完全無關的情境上，為它在日本落地生根奠下基礎。例如棋士及圍棋評論

家安永一從當時「造反有理」的社會狀況悟到了與圍棋的共鳴，並於圍棋雜

誌《圍棋春秋》發表名為〈造反有理：關於提高圍棋水平〉的文章，指出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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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高棋藝的方法有問題，應該「造反」才「有理」。他舉出兩項從前圍棋老

師提出提高棋藝的方法，包括盡量選擇與高手對奕及牢記定石。關於前者，

他認為這方法有矛盾，因為如果它成立，則高手若要提高棋藝也會同樣選擇

高手對奕，那麼想進步的初階者就無法進步了；至於後者，他舉實際定石為

例，列出棋譜，指出只記著舊有定石而不基於自身經驗來下棋，就無法體驗

棋局的真諦。總括來說，安永提高棋藝的一種原則是不因循守舊前人的下棋

規則，要打破舊框架，反過來思考，即「造反有理」正是提高棋藝的大原則：

「至少對於現在專門老師已經形式化的〔圍棋〕教法要時常反過來實踐，即

是造反的那邊是有理的」（安永一 32-36）。安永能夠借題發揮，當然是從社

會濃厚的「造反」氛圍得來，但他使用的「造反有理」意思脫離了政治語境，

保留了反對舊有思想的泛化意義。 

「造反有理」離奇地啟了棋士安永一的圍棋觀，事實上，將「造反有理」

套在與鬥爭毫無關係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詩人兼詩評人桑原央治於詩歌雜

誌《日本未來派》中發表文章〈造反有理•野川由美子〉，評女演員野川由美

子在電影《鬧市藍調》的演出。電影中的野川陷入丈夫與另一男子的愛情之

中，她最終被丈夫以刀刺中，然後有一段科白，並站在銀幕上。她軟弱被動

的模樣令桑原想起一種「玉碎」，而他認為「被玉碎的人，有呼叫造反有理

的權利及義務」（桑原央治 36）。他的意思是，野川在電影中的角色被逼面對

死亡，然而她應該反抗，只要反抗，就有免於死亡的可能。 

泛化的用法也出現在主流報章，除語境外，「造反」的詞性亦有擴張，

從動詞成為形容詞。《讀賣新聞》於一九六九年中報導一則關於汽車業的醜

聞，事件關於有製車企業所製造的汽車具有缺陷，但製車工廠卻被企業要求

不可接受用家的投訴，因而到運輸省請求「指導」企業回收問題汽車。報章

報道： 

「也請讓我們發言」──關於缺陷車輛問題，使至今一直是製

造企業「傀儡」的工廠，發展成一場「造反」。（〈走れ完全車〉） 

但此處所謂「造反」不過是工廠一方對企業的不滿並尋求政府協助，代表的

是表達抗議、不滿、頂撞上級。有趣的是，當中的「造反」也包括訴諸政府、

法律等權威，與原本打倒一切權威的「造反」可謂相反。另外，這種「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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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文雅，其激烈程度與政治抗爭有差距，與紅衛兵「把舊世界打翻」的「造

反」愈走愈遠。報道又說，工廠一方亦「一副『造反有理』的表情」說，企

業因扣減工廠一方的工資，所以工廠不得已偷工減料，以作報復（〈走れ完

全車（下）〉）。於此，「造反有理」甚至成為形容詞。同樣以「造反」作形容

詞用的，還有作家倉橋由美子的愛情小說《夢的浮橋》。小說以年輕人桂子、

耕一的愛情為主線，大學全共鬥運動為背景，書內多次出現相關情節，數次

使用「造反教官」、「造反」等詞語。故事中，法學部教授堀田稱當自己喝醉，

剛進高中的兒子會「以造反的目光看著父親的醉態」，顯示兒子對父子喝醉

的不屑（倉橋由美子 129）。這裏之所以能用「造反（的）」，除了因父子不是

平輩而是階級關係外，還應注意到堀田是法學部教授，是學術權威象徵，合

乎當時年輕人要「造反」的對象，也讓人聯想到同為法學部教授丸山真男在

全共鬥運動中所受到的不禮貌對待。 

「造反（有理）」能脫離狹窄的政治事件語境，成為可以被社會廣泛運

用的詞語。《讀賣新聞》的專欄「角度」討論電影《放蕩的平太》劇本時，簡

略總結該劇本的主要訊息：「簡而言之，隨便妥協是大忌，即是造反有理」

（〈いいかげんな妥協は禁物〉）。但是，這例子在使用「造反有理」時，不得

不說非常突兀，尤其是在後者探討電影劇本的例子之中，作者的結論「隨便

妥協是大忌」基本上相等於後句「即是造反有理」，此刻意使用「造反有理」

予人一種刻意奚落或嘲笑，也有一種對照社會上左翼運動的意味。 

七十年代初以降，雖然隨著全共鬥運動結束，文革呈失速之勢，但經歷

數年，「造反（有理）」已廣為日本人熟悉，其涵義亦開始成為自明之理，在

報章上被應用在各種新聞或評論上。七十年代初以降，在《每日新聞》的政

治專欄，有以「造反有理」、「造反派」來解釋美國總統選舉戰況的文章（〈憂

楽帳 造反有理〉）。《朝日新聞》曾以〈『造反有理』的聯署〉為副題，報道三

菱油化的社長更替事件。而報道裏連用「造反」一詞，並沒有加引號，指事

件主角三菱油化企業的社員要求對當時的社長退任（〈「組織の三菱」にクー

デター〉）。這種在商業機構中下層對抗上層的事件並非單一事例。在《每日

新聞》評論經濟的三連星在其專欄「經濟觀測」亦留意到這現象，他從「造

反有理」的精神著手，評論日本財經界於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造反」

現象，他說道：「〔日本〕有流行過造反有理這詞語。就是『大安旨意地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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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或既成事實上並不好。應該大加批判』這樣的精神」（三連星）。「造反

（有理）」的應用語境多元，就連當時日本人自己亦意識到「造反有理」作

為一種風氣曾流行一時。 

以上不論出自報章、雜誌、小說的例子顯示日本人在使用「造反（有理）」

時相當靈活，一時視之為主題，亦會刻意借用流行用語融入報道；其詞性被

擴充為形容詞「造反的」，既表達「反抗」義，或表達一種反抗的情緒。「造

反（有理）」用法多元，被用於不同情境上，顯示「造反（有理）」一詞已經

漸漸普及。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所示，不少地方使用「造反（有理）」時，皆

刻意用引號概括之，有時也會牽強使用，使文意突兀，有時仍會刻意解釋它

的意思。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社會仍意識到「造反（有理）」屬於外來詞；另

一方面，它慢慢廣泛滲透到日語之中，但仍未真正成為常用日語的範疇。 

參、作為時代記憶的理解： 

文化大革命退潮後「造反有理」成為日本四字熟語 

直到十年文革結束，日本的各種左翼、新左翼運動亦早早落幕，「造反

（有理）」的呼喊聲在中國已經成為歷史，但卻沒有在日本沉寂。它還繼續

以一種泛化的「反抗」義被使用。而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六十年代末至七

十年代初社會動蕩的日本人當然都記得「造反（有理）」一詞，因此它在七

十年代後期以降，又增添了新的意義：成為回顧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記憶。

如上節提及，「造反有理」早在文革期間，在日本已有不少抽空其政治或意

識型態背景的活用例子，使之有本地化趨勢。固然，無論在政治還非政治的

語境，「造反有理」仍然帶有反對舊有體制、固有思想，並建立新想法的底

色。然而，正是「造反有理」能夠被應用在非政治情況之故，即使中國文革、

日本社會運動退潮，它沒有隨政治風波退卻而消失，反而仍能以那被泛化為

反對舊有思想的意思，被日本人繼續使用。即使它的出現頻度並不高，但當

它被運用時，卻已漸漸自然融於文章之中，褪去其本身與政治鬥爭相關的色

彩，成為日本人慣用的四字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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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反有理」作為「反抗」義的延續 

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造反有理」仍間中出現在新聞上，延續

承接其泛化的「反抗」義。例如雜誌《朝日 Journal》的編輯筑紫哲也於專欄

「多事爭論」發表文章，將一九八三年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的大敗形容為

「擁立『灰色高官』的『造反有理』」結果。「灰色高官」指在一九七六年洛

克希德貪污事件中，被指有證據證實曾經收賄的二階堂進。筑紫對自民黨不

滿，他認為自民黨於大敗前長時間擁立二階堂這名「灰色高官」正是一種巧

妙的「造反」，而最後自民黨於選舉中大敗，印證了這「造反」確實「有理」

（筑紫哲也 3）。此外，一九七六年以河野洋平為首的六名自民黨員稱脫黨組

成新黨派的事，當時的國會資料協會常務理事北村光年稱之為「造反」。河

野等人稱他們脫黨的理由是不滿黨內頑固思想，希望成立一個「融合資本主

義長處與社會主義長處的新政黨」。但北村預料河野等人組成的新黨只是雷

聲大雨點小，質疑他們的「造反」理由未必「有理」，所以其文章標題是「造

反有理！？」，提出問號（北村光年 1）。應特別指出的是，「造反有理」一詞

在日本被使用，用於討論或形容政治事件的反而是少數，數量遠不及其他非

政治的應用。 

有趣的是，當「造反有理」再出現於與中國政治相關的事件上，即「造

反有理」作為原來在中國的政治語境時，報章才會加上解釋。例如《讀賣新

聞》在江青被判死刑的社評上，記述她當時大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再

次附加解釋兩句的日文意思為「革命に罪はない」及「むほんには道理があ

る」（よみうり寸評 1981）。當然，「造反有理」一詞又在不少與中國政情無

關的地方出現，但當中雖然仍有特意有引號以及加以額外解釋的例子，卻有

更多有不予解釋的，視讀者理解「造反有理」為自明之理。 

非政治情況下對「造反有理」的泛用，於此時期仍然持續。就像多年前

把「造反有理」融入圍棋的安永一，一個育兒專欄上有一篇以〈育兒正是造

反有理〉為題的育兒文章，指出為父母者，應該要讓子女自由表達想法，不

應強求孩子永遠跟從父母的想法，歸納出父母育兒，其實應是個「尋找造反

有理的心境」（山本恭子）。作者的用意，在於苦口婆心地規勸父母不要凡事

為子女作決定，而她筆下「造反有理」的意思是，讓孩子表達意見，即使意

見與父母相悖（即「造反」），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表現（即「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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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造反有理」已在日本超過三十年

之久，是日本人仍偶爾使用的四字熟語，穩定地維持在泛化了的「反抗」義，

也保持著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象徵意思。例如一九九九年，有經濟學家指日

本銀行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宣布維持零利率政策是對從屬美國的「造反有

理」（斎藤精一郎 156-157）。從以上各例將不論在中國還是日本的，本來革

命色彩濃厚的四字詞「造反有理」改造，置於各種語境之中，不僅完全脫離

強烈的革命意味，也成為持久的、日常備用的四字熟語，相關例子不勝枚舉，

毋須再逐一舉出。 

二、「造反有理」作為動蕩時代的記憶點 

在此左翼政治運動早已冷卻的時期，「造反（有理）」有了回顧舊時代的

意義，被視為六十年代後半至七十年代初的時代象徵，以及人們回想舊時代

的記憶點。有戲劇評論家回顧日本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不少劇團的大規

模人事變遷、內部紛爭時，認為那是「造反有理的季節」，是「造反有理的時

代情況」（石崎勝久 66-75）。政治家保坂展人初中時積極參與了學生運動，

於一九八七年出版書籍《造反有理讀本》，副題名為《快樂的叛逆推薦》，並

將此書作為禮物送給「迸發著青春活力，蓄勢待發」的「所有沒有耐心的少

男少女」，向他們展示自己在「造反」時代如何挑戰學校等權威（保坂展人

2-3）。正因為他要寫給沒有經歷過「造反有理」時代的年輕人，他要解釋甚

麼是「造反有理」，他說：「『造反有理』的時代指遙遠的一九六零年代後半

至七零年左右。與其說此書是何謂『造反有理』，倒不如說是以『造反有理』

以後的生活為題」（保坂展人 37）。書中，「造反（有理）」成為一種青春熱血、

敢於挑戰權威的象徵。於作者而言，「造反有理」的年代及自身的「造反」，

成為他懷舊的記號。 

但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社會學與醫療的學者立岩真也於二零一三年出版

研究精神醫療史的著作《造反有理：現代精神病學史》，研究於六十年代末

日本對精神病治療方法的各種質疑、批判的論爭歷史。書名的「造反有理」，

指的是當時批判精神病治療方法不人道的人，他們反對主流的精神病醫療

法，被貼上「反精神醫學」的標籤，作者稱之為「造反派」，而此書則可謂為

這羣「造反派」平反（才津芳昭 75-76）。在大學鬥爭勃發時，立岩大約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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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完全親身體驗了當時的左翼運動；但對年過半百的他來說，若要以一

言概括該時代的特徵，「造反有理」就是簡而精的答案。 

《造反有理：現代精神病學史》與《造反有理讀本》同樣以「造反有理」

為書名，但兩書除了內容與時代完全不同外，前者是嚴肅的學術書，後者是

語調相對輕鬆的個人經歷。不論從嚴謹還是輕鬆的角度回憶過去，「造反有

理」是親身經歷該時代的日本人的記憶點，也是不怎麼經歷過的人之切入點。 

「造反有理」曾經是激烈的革命口號，後來逐漸成為日語的四字熟語，

也成為往後人們所記住的六十年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時代特色。整體來說，文

革結束後，「造反（有理）」在日本的使用頻率並不高，但它沒有因政治鬥爭

結束而被消滅，而成為日本語的一部分，被用作文章、報章、書籍的標題、

副標題等，「造反有理」亦被收納在《廣辭苑》、《日本國語大辭典》等日本常

用辭典裏（夏剛 24）。 

肆、「造反有理」一度成為日本流行語的語言及思想原因 

  本文追究了「造反有理」於日本的接受與使用情況，可以發現它被廣

泛應用及活用，後來更被視為一種時代記憶，在日本語中保留下來。因此，

可以說「造反有理」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本的流行語。《日本大百科全

書》對「流行語」的定義是「一個適應某時期人們的興趣與愛好，具有強

烈共感意義、並迅速地投入使用的用語。大部分會在短時間內消滅，亦有

被長期使用而融入一般語彙。隨著傳媒的發達，流行語的消長亦愈來愈快」

（鈴木英夫 108）。《國語學大辭典》則定義它為「一種新語。是一種適應該

時代、極具共感意義、爆炸性流行用語。大部分逐漸消滅，或成為一般語

彙」（米川明彦 15）。日本語言學家米川明彥從社會、心理、語言、語言感

覺四類理由，解釋流行語如何產生（米川明彦 59-89）。綜合本文所述，「造

反有理」可以稱為日本流行語，而且是一種隨社會改變而產生及變化的「時

代流行語」（太田彩英 168），合乎米川提出的社會、心理、語言、語言感覺

四項理由。 

  米川認為，產生流行語的心理理由會是「追隨名人說話的大眾心理」，

還有「對著名評論家使用的言語產生共鳴並積極使用」（米川明彦 69）。「造

反有理」在日本的左翼運動、政治抗爭上，明顯受到毛澤東的號召與鼓動，

跟著紅衛兵大喊「造反有理」。至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左翼思

潮勃發，日本自然亦不例外。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儘管進入六十年代後

經濟大翻新，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安保條約問題激起日本左翼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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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怨恨。表面富裕的社會下的黑暗面陸續曝光，資本主義、過度開發帶

來的公害問題，使人們反思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生活。部分人心失落的日

本人目睹中國激情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被革命中國所吸引、鼓動，尋找

新的出路，希望從文革與毛澤東思想中得到啟發，藉此思考日本與自身的

未來（張雅晶 57）。再者，日本以後方支援美國的身分參與越南戰爭，使受

反戰和平理念教育的戰後年輕人自覺到日本乃至自己成為戰爭幫兇，產生

反戰情緒及罪惡感，較極端的甚至認為所謂戰後民主主義只是一場騙局（小

熊英二 2009: 63, 65）。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於日本可謂「意味著對本國政

治秩序和以美國為支配者的既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而不是動亂」（加加

美光行 305）。「造反有理」所象徵的文化大革命，於日本左翼的反美心理、

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對日本現代社會的各種價值的懷疑，與來自紅衛

兵吶喊「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不可謂沒有共鳴。 

  於社會上，「造反有理」合乎當時社會的世界左翼思潮，它也燃點起日

本的公害問題、勞工權益問題、安保條約爭議等，此自不待言。此外，透

過各種媒體，大眾，來自中國的文獻，反覆聽到及看到該流行語，也助長

了流行語傳播（米川明彦 60）。報章中使用「造反有理」的次數不算相當頻

密（表一），但「造反有理」的旗幟在各種示威運動、呼喊，它被不同文字

媒介運用，這口號亦被掛在東京大學校門前，很容易獲得公眾注目。事實

上，有當時的學生於事後承認是從新聞、電視的文革報道而對「造反有理」

產生共鳴（福岡愛子 2014: 272）。因此，在資訊流通自由的日本，「造反有

理」於文字上、影像上頻繁出現在日本人眼前，使之不斷在日本廣泛持續

傳播。 

值得一提的是，從表一的統計可見，作為流行語的「造反有理」不僅沒

有隨政治風波結束而被消滅，反而繼續出現在各種主流報章中，在一九九零

年代達至高峰。「造反有理」於一九九零年代的《每日新聞》更出現高達二

十一次，《讀賣新聞》則有二十五次，往後次數回落，但整體的使用次數都

超過經歷了社會動蕩的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可見該詞已在日本紮根，

並頗具「生命力」。這些數據帶出相當尋人耐味的問題，即：為何於一九九

零年代後，社會運動已經止息的時代，「造反有理」在報章出現的次數，竟

多於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六、七十年代？以《朝日新聞》於一九九零年代的

十六則新聞報道為例，本文發現當中七篇以「造反有理」來回顧中國文革時

期或以之概括當時日本與中國的時代特徵，九篇則是以之為「反抗」義。本

文認為，於一九九零年代，「造反有理」作為時代記憶點（不論是對中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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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日本的記憶），以及作為泛化的「反抗」義，兩種功能並行存在，反而增

加了「造反有理」的「曝光率」。此時期前的「造反有理」，不具概括時代與

記憶功能，此時期後的「造反有理」，雖然並保留兩種功能，但作為「反抗」

義的功能，又逐漸不被使用。這使得「造反有理」在一九九零年代出現在報

章的頻率反而別樹一幟。 

表一：三份主流報章標題或內文提及「造反有理」的次數。《讀賣新聞》的統計來

自其資料庫 Yomiuri Database Service；《朝日新聞》的統計來自其資料庫 Asahi News 

Database；《每日新聞》的統計來自其資料庫「毎索」。 

 

流行語傳播的社會與心理原因，都和該社會的思想甚至世界思潮有密切

關係，日本人明顯有接受、認同甚至使用「造反有理」的內緣思想史理由。

還必須指出的是，「造反有理」能迅速被日本人適應接受，並在往後能留在

日語內，語言因素也相當重要。漢字是日語重要的組成部分，中文「造反有

理」被「翻譯」到日文上，它還是「造反有理」。因此在流行語傳播的語言因

素上，米川指出該語言的「語形、意味、用法的奇特、新鮮感、可於日常範

圍使用的廣度等」也會導致流行語的產生（米川明彦 76）。在用法上，上文

各例可以看到，「造反有理」本身是革命口號，但日本人擴充了其可使用範

圍，使它能活用於各種日常情境，如化作提高圍棋技術的原則、育兒原則等，

擴充了其涵義，增加了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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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上，字形與文字特性上，日本有使用四字熟語的傳統，四字熟語

相於中國的四字成語。「造反有理」在日語漢字上，於字形、字義、語序並沒

有齟齬。於是「造反有理」毋須被再造或省略成分，可以直接使用與傳播。

亦因為漢字屬方塊字，它甚至有時出現「變奏」，被刻意改造為「造反無理」。

擅於畫政治諷刺漫畫的近藤日出造曾畫了一幅諷刺文革的漫畫，畫上神情得

意、舉著右手的毛澤東騎著一隻垂頭喪氣的騾，騾的前左腳與後左腳被腳鐐

綁著，畫的左下方寫著「文革收拾造反無理」（近藤日出造 31）。亦有論者認

為大學鬥爭裏「造反有理」的風氣有蔓延至高中、初中之虞，於是撰文〈造

反有理還是無理：關於學園鬥爭〉承認學校教育有缺陷，但提出自己的「造

反無理說」，強調不能容許學生破壞社會秩序、忽略道德、無視他人權利（吉

田清 122-130）。上述兩例利用漢字結構，將「造反有理」改造為「造反無理」，

意思相反，但仍是四字詞。 

在語言感覺上，米川指該語彙「表現的感覺化，指感覺地發出沒有意思

的聲音」，通常指擬音、擬態詞，有「語言遊戲的感覺」（米川 87-88）。「造

反有理」雖然仍然有其含義，但因其發音「有理」(yūri)與「愉快」(yukai)近

似，使有當時大學生運動的參加者以「造反愉快」來回顧這段歷史，同時視

之為青春熱血的記憶（三橋俊明 145-149）。如同利用字形與字數產生「造反

無理」一樣，「造反愉快」則是從語音產生。這兩種巧妙的更動，當然歸功於

日本與中國同樣使用漢字的便利。 

從以上各種原因看來，「造反有理」在日本成為流行語顯得沒有違和感。

於社會心理、思想層面上，日本人有對「造反有理」產生共鳴的理由；於言

語文字上，「造反有理」既是漢語，亦是日語，它合乎日語四字熟語的傳統，

毋須翻譯、改造，照用可矣。此處亦無意深究哪種原因於造成「造反有理」

的傳播中最為重要，而這問題的意義其實亦不大，因為明顯地，各種原因互

相加強。 

結語、「造反有理」：政治運動的非政治遺產 

  本文從自六十年代以降各種使用「造反有理」的文獻，分析「造反（有

理）」的使用情況，探討它於日本的使用情況，觀察它融入日語的過程。「造

反有理」作為的革命號召，很順理成章地於中國各地被羣眾使用。毛思想

在六十年代的日本大有市場，學者著書立說、各種公開討論、各類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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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翻譯出版，都帶起了日本的毛澤東思想熱（馬場公彦 231）。而毛澤東思

想當然也可以憑簡單一句口號──「造反有理」影響日本。除了歸因於世界

左翼政治潮流的外因外，日本人自身亦有內緣的思想史原因，接受或對毛

澤東思想產生興趣，對懷疑現代價值、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質疑現代價值

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對象徵激烈反抗、推翻舊制度的「造反有理」產生共

鳴。另一方面，在語言上，日本本身有四字熟語傳統，「造反有理」四字亦

非艱深漢字，[3]其寫法亦與日語漢字寫法無異，於是在各種媒體上、左翼運

動等被使用，成為日本的流行語，順利廣泛傳播。日本雖然亦有「下剋上」

的歷史傳統，但一開始對「造反有理」的意義仍然陌生，所以在傳入初期

時，大眾傳媒或左翼運動分子都尋求「造反有理」的意思，加以解釋，顯

示其外來性。 

  一開始，「造反（有理）」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理解。它既反映中國

的文革精神，亦反映日本各種鬥爭中與文革呼應的地方。在全共鬥，以及

各種毛澤東語錄被製成橫額掛在當眼處、寫在頭盔上、印在高舉的旗幟上、

成為校園裏的塗鴉，亦衍生出「造反教師」、「造反教官」詞語。 

  及後，「造反（有理）」從革命用語演變到一般用語，被應用在社會不

同層面，甚至改變了詞性。其革命色彩逐漸淡化，泛指下層對上層的反抗

或抗議。當然，從廣義來說，「造反」在日本仍然留有革命的底色，只要將

「革命」理解為質疑乃至推翻舊有思想、系統或體制，只是它的應用層面

不局限於政治情況，而廣及教育、醫學、棋藝、影評，也成為文學小說的

詞語。於此，「造反（有理）」正式融入日本語境，成為可廣泛使用的詞語。 

  隨著文革結束，本來富於政治意義的「造反（有理）」口號與旗幟在中

國與日本不再被羣眾熱情地舉起，但分別作為四字熟語及一般詞語的「造

反（有理）」則保留下來，名正言順地留在日語之中。正因為「造反（有理）」

的意義很早就出現泛化，被各種去政治化的應用下，它能免於跟隨政治風

波消失而被消滅。因此，在「大部分會在短時間內消滅，亦有被長期使用

而融入一般語彙」的流行語現象中，它屬於倖存的後者。當然，它還是帶

著強烈的時代色彩，於文革記憶逐漸消失的同時，它亦變成一個較冷僻的

詞。但這不代表它已經在日本消失，事實上，「造反有理」目前又以日本漢

字檢定第五級（約等於日本的小學六年級畢業程度）四字熟語測考範圍的

角色，存在於日本人的視野內（「造反有理」）。 

  正如興膳宏所說：「雖然以『十年浩劫』作總結的文革幾乎全被否定，

而現在關於它的記憶亦逐漸被忘卻，但只有『造反』這詞語作為一般用語

存留下來」（興膳宏 36）。當然，這詞語或四字熟語的實用性並不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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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的四字熟語辭典也沒有收錄「造反有理」（俞鳴蒙 118, 126）。但興膳

的說法，反映了褪去政治色彩的，並擴充了使用範圍的「造反（有理）」正

是政治運動下的一種非政治遺產：成為日本語的一部分。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言，使文章論述與結構更為清晰，特此致謝。 

註 釋 

1. 上海《文匯報》則發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萬歲〉，指出「『造反

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是真馬克思主

義者，還是假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這個口號，以甚麼態度對

待革命造反派，這是檢驗他們的試金石。……每一個真正的革命

者，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舉起革命造反的大

旗，以當一個革命造反派而自豪」（〈革命造反有理萬歲〉）。 

2. 《赤光》於一九六九年有五期，一九七○年有八期列出口號。 

3.  查文部科學省最新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別表 学年別

漢字配当表〉，「造」、「反」、「有」、「理」分別是小學五、三、三、

二年級學習的漢字（文部科學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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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volution to Everyday Life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logan  

“To Rebel Is Justified” (Zaofan-youli) 

Becoming a Four-Letter Idiom in Japan 

CHO Chi-H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o rebel is justified” was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 of the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ater became a four-letter idiom in Jap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ocaliz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slogan “to 

rebel is justified” (Zaofan-youli) and “Rebellion” (Zaofan) in Japan, based on 

mainstream Japanese newspapers, column articles, magazine articles, 

publications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left-wing groups as well as popular 

fiction from the late 1960s onwards, and explains how “to rebel is justified” was 

first received by the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n gradually became 

a four-letter idiom often used in less politically relevant contexts. It became a 

four-character phrase often used in less political contexts and localized in Japa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riginal revolutionary slogans into the Japanese 

language system is a phenomenon that reflects a facet of the Japanese accept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hows how a political thought can leave its non-

political legacy in Japan. 

KEYWORDS: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Japan, four-letter 

idiom, buzzword 


